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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tatistical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329 victims of COVID-19 who were at the front line of disaster relief or 

suffered from bereavement, unemployment or family changes due to COVID-19,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coping style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under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sense of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meaning of life. Data analysis verifies that positive coping styles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by 

enhancing individuals' sense of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sense of life meaning. High sense of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sense of life meaning can enhance positive coping styles' promoting effect on post-traumatic growth.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meaning of life have a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coping 

style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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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329名新冠疫情时期因身临疫情前线抗议救灾或因疫情导致丧亲、失业、遭遇家庭变故的创伤人员进行

统计调查，探讨积极应对方式在心理控制感、生命的意义链式中介作用下与创伤后成长的关系。通过数据分析

验证了积极应对方式通过增强个体的心理控制感、生命意义感知进而促进创伤后成长的形成，高心理控制感和

生命意义感知可以增强积极应对方式对创伤后成长的促进作用。心理控制感和生命意义在积极应对方式影响创

伤后成长的关系存在链式中介效应。 
关键词：积极应对方式、心理控制感、生命的意义、创伤后成长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637

202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Language and Art (ICELA 2021)

Copyright © 2022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SARL.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C BY-NC 4.0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211



1. 研究背景 

2020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席卷全

球，两个月时间疫情在全中国肆虐，其波及范围之广、

伤害程度之大，死亡、失业、家庭变故等各种阴霾笼

罩全球。据统计截止到 2021 年 11 月全球共有 220

多个国家受到疫情的影响，国内外累计有超过 2.56

亿（国内 127，405 例，国外 256，191，626 例）的

确诊病例，死亡病例超过 514 万。2020 年 1-2 月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失业率有所上升，尤其是 2

月份失业率明显上升，据统计记录显示：仅 2020 年

2 月中国新增失业人口近 500 万。  

在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定抗疫的意志与努力下，

疫情在 2020 年 3 月下旬已基本平息，单日确诊与死

亡人数分别降至双位数与单位数，相对于我国近 14

亿人口而言可以说已是零星状态。截止到 2020 年 9

月中国国内生产秩序逐步恢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

曾称赞：中国为 2020 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

持正增长的国家。 

世界卫生组织纷纷点赞中国抗疫行动。中国抗疫

行动的成果离不开奋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公职人员

不知疲倦地辛劳与付出，他们奋斗在抗疫的最前线，

深处险境作为疫情的亲历者，身体和心理都受到了一

定程度的伤害，但却能临危不惧积极应对身心创伤迎

难而上。除了伤害、灾难、这场疫情让世人对自我的

价值观、人际关系以及自我认识都发生了一些积极的

改变，灾难、逆境也带来了创伤后成长。现代心理学

关注：创伤后的负面影响与积极影响是并存的，各种

积极的影响可以促进个体的发展和增强个体的幸福

感知
[1]
。当个体可以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时，能够激

发创伤后成长。 

个体在压力事件时,生理和心理上的紧张反应会

随之产生,此时,个体将采取一系列的行为方式来使

得这种生理和心理上的紧张反应消失或达到系统内

部的平衡,而这种行为方式即为应对方式。积极应对

方式是否能够通过提高个体的心理控制感、生命的意

义，进而促进创伤后成长的发生，能否会增强这种促

进作用？本研究选取了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期间奋

战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公职服务人员以及因疫情导

致丧亲、失业、失婚的创伤群体为例，探寻心理控制

感、生命的意义在积极应对方式与创伤后成长之间的

链式中介作用。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积极应对方式对员工心理控制感的影响 

Lindop（1982）的研究提出：“应对是一种处理

问题的行为，其目的是个体通过努力来调节、适应应

激环境或由此引起的负性情感体验。Folkman 等

（1984）则认为应对是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时，个体判

断可能会超出自身资源或为自己带来负担的情况下，

个体采取的认知和行为上的努力以满足内外需求。

Eisenberg 等（1997）提出，应对特指个体面对压力

时的情绪、行为、由情绪驱动的行为等方面的自我调

节。 

应对方式是指个体在面对应急源（不利的环境因

素、自身因素）时个体所采取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

即应对策略或应对机制，它不仅影响个体应激反应的

性质与强度，而且还调节应激反应与结果之间的关

系。根据适应效果应对方式可以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

应对。 

国内学者在前人的研究上将应对方式重新定义

为：个体希望通过努力在最大程度上缓解外来伤害，

通过调解人自身价值系统，调整自己对于困难、挫折

的认知与情绪反应，从而达到促进内心平衡、减少精

神痛苦和维护自尊的作用。积极、良好、恰当的应对

方式有利于缓解紧张情绪，有利于帮助个体解决问

题，有利于保护平衡心理、保护身心健康。积极应对

是创伤后成长的重要预测因素。积极的应对方式对创

伤后成长具有预测作用，积极应对方式比乐观人格对

癌症患者创伤后成长更有影响
[2]
。积极应对是创伤后

影响的主要因素，引导其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
[3]
。因

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 1： 

假设 1 积极应对方式对创伤后成长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 

2.2 心理控制感的中介作用 

创伤是个体成长不可规避的事件，个体经历创伤

性事件过后的反应体现在多个层次多个方面，它不仅

局限在健康的消极反应，也表现在自我意识、价值观

等认识模式方面的一系列积极改变[4]，面对创伤积

极效应和消极效应是可以并存的。 

创伤后成长是个体面对创伤事件展现的积极方

面，是与创伤事件进行抗争过程中个体自身所体验到

的心理方面的正性的、积极的变化[6]。该研究指出

个体的创伤后成长可以体现在改善人际关系、获得新

生活的可能性、生活的哲学观、自我成长(自信、自

我效能感的增强和获得新的应对方式)及精神方面的

发展。 

目前已经有大量研究证实了创伤后成长的存在

以及影响因素，从个体层面来看，当幼年遭遇父母残

疾后，个体会变得更加独立，并且对家庭更具有责任

感[6] 。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形成创伤后成长，而且会

随着年纪的增长，创伤后成长现象更为显著
[9]
。人格

特质是创伤后成长的有效预测因素，个体具有较高的

外倾性、乐观人格、自控、自高效能感都可以有效地

预测创伤后正常的发生
[10]

。从创伤源头来看，自然原

因导致的创伤比人为原因造成的创伤更容易激发个

体的创伤后成长
[9]
,研究则发现当个体具有宗教信仰

的时候，面对创伤更容易产生较高水平的创伤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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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积极的应对方式也可以促进创伤后成长的发生

[6]
。

社会支持对于创伤后成长具有促进作用
[7]
。家人、朋

友、老师等社会力量的支持可以让个体具有较高的心

里安全感，更容易产生创伤后成长
[13]

。 

心理学家长期一来认为控制感是人类的一个基

本的内在动机。人们采取的许多行为都是为了保持内

心的控制感 。众多研究表明当控制感缺失时会产生

紧张、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并伴随退缩性行为，

严重的控制感缺失可能导致焦虑障碍或心境障碍，使

个体产生消极的应对方式。 

个体因素体系中，心理控制感所发挥的作用巨

大，这是个体以主动方式适应社会情境所表现出的心

理机制，在面对应激与应激反应的调节问题时，通过

心理控制的方式可发挥出积极效果，内控者所实行的

应对方式更加积极、切实可行。 

个体的心理控制存在差异，在面对应激时所表现

出的应对方式也有所不同，相比之下内控者更注重以

问题为中心的方式，能够以主动方式应对并有效消除

应激源，尽快地是创伤得到修复，激发个体的创伤后

成长。因此提出研究假设 2： 

假设 2 积极应对方式通过心理控制感正向影响创伤

后成长 

2.3 生命意义的中介作用 

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焦虑均基于存在焦虑，生命意

义有助于缓解意识到损失、伤害或死亡时所产生恐惧

或焦虑[14].人类不仅具有生物性、社会性和心理性,

还具有精神性。精神性通过生命意义使人类能超越各

种物理上、生理上或心理上的障碍,战胜恐惧和焦虑

[15]. 

生命意义对个人心理修复与成长也具有积极的

作用[16]。对创伤性群体的研究,发现拥有意义和追

寻意义均显著正向预测创伤后成长[17]。但是,对非

创伤性群体的研究,发现拥有意义预测更多积极改

变、更少消极改变,而追寻意义预测更多消极改变、

更少积极改变相关[18]。 

从生命意义的经典理论可知,生命意义是所有压

力应对资源中最重要的一种,它能缓冲或降低压力对

健康和幸福感的消极影响。其中的关键点是生命意义

提升或促进了个体的积极应对:积极的或适应性的认

知、行为和情绪应对[19]。相比于生命意义感弱的个

体,生命意义强的个体更趋于选择积极的应对方式

[20][21]。生命意义通过积极情绪引发积极主动应对

方式进而形成创伤后的修复[22]。从生命意义的内涵

上看,生命意义本身包含价值观、目的感、目标,以及

整合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能力等成分,这些成分均有

效地规定、指引和推动个体采用适应环境的行为方式

[23][24].因此提出研究假设 3： 

 

假设 3 积极应对方式通过生命意义感知正向影响创

伤后成长 

2.4  心理控制感、生命意义的链式中介作用 

积极正向的情绪活动能够提高生命意义感，而消

极的情绪则会让个体丧失这一状态，显著负相关

[25]。研究学者们认为积极的情绪体验会让个体更相

信自己生命是重要且有意义的，Updegraff 表明积极

正向的情绪活动能够提高生命意义感[26]。 

心理控制感的形成对于个体创伤后成长的出现

至关重要，心理安全感越强的个体，越有可能在经历

挫折与创伤后获得积极的成长。研究表明当社会支持

越多，个体将会感受到更多的可控性认知[27]，心理

控制源可以预测生命意义感，加深生命意义感，较强

的心理控制感会有更高的生命意义感知
[28]

。因此提出

研究假设 4： 

假设 4 积极应对方式通过心理控制感、生命的意义

链式中介正向影响创伤后成长 

3. 研究 

3.1 研究流程 

为了验证积极应对方式、心理安全感，生命意义

与创伤后成长的内在关系。本研究选取自新型冠状病

毒爆发以来，身临疫情前线抗疫救灾的医护人员、一

线公职服务人员以及疫情导致的病痛、丧亲、失婚、

失业及等不同因素、不同程度受的创伤群体作为研究

样本。从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6 月，在全国范围内

19 个省市自治区共发放问卷 400 份，回收 387 份，

回收率为 96.7％。其中有效问卷 329 张，有效回收

率为 85.0%。 

有效样本中男性 54 例，占样本总数的 16.3%，

女性 275 例，占样本总数的 83.7％。女性样本要比

男性样本高得多，由于此次受访群体中 70%+的群体

职业为医护人员，符合医护人员的性别差异特征。受

访者从年龄分布来开，以年轻者居多，年龄 30 岁以

下的受访者有 203 名，占样本的 62%; 30-50 岁的受

访者有 110 位受访者，占总样本的 36.1%; 50 岁以上

的受访者有 16 位，占总样本的 4.8%。绝大部分受访

者受过高等教育。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有 292 人，

占总样本的 89%。 

此次调查中有 250 名医护人员，占样本总数的

76.1%。有 167 名受访医护人员在冠肺炎指定救治医

院工作，占样本总数的 67.9%。134 名医护人员直接

参与了救治确诊或疑似新冠肺炎患者占样本总数的

41.4%。在新冠肺炎爆发期间，大部分医护人员均进

行高强度工作。受访群体中有 171 名医护人员每天工

作 10 个小时以上，占样本总数的 52%。身处抗疫救

灾前线险境，直面生死感受这身心双重创伤。有 47

名人员因疫情导致失业，占样本总数 14.2%。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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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员收到疫情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家庭、婚姻变故，

占样本总量的 3.6%。 

3.2 测量 

本研究采用学者们较为认可的成熟量表，用李克

特的五点尺度法进行测量，从 1 个完全不同意到 5

个完全同意。测量问卷包括人口统计学变量，积极应

对方式，心理控制感，创伤后成长以及生命的意义。

使用 SPSS 22，Amos24 和 Process V3.4 统计软件对

数据进行分析，主要涉及描述性统计，验证性因素分

析，相关性分析，层级回归分析，bootstrap 分析等

验证研究假设。 

积极应对方式借鉴张育昆、解亚宁等研究者

（1995）结合我国人群特点编制了《简易应 对方式

量表》 该量表共 20 个题目，包括积极应方式和消

极应对方式两个维度，本研究选取积极应对方式（单

维度 12 个题目），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827，

具有较好的信度。 

 生命的意义采用 2006 年由美国学者 Steger 

等人编制的生命意义问卷 (MLQ,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进行测量，该量表用于测量生命意义

的 2 个因子：人生意义体验和人生意义追求，共 10

个题目，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39，具有较好的信度。 

心理控制感采用的是 Lachman 和 Weaver 在 

1998 年开发的控制感问卷的中文修订版（李静, 

2012）。分为 2 个维度，12 个项目，内部一致性系

数为 0.833，具有较好的信度。 

创伤后成长采用 Tedeschi 和 Calhoun1996 年

编制的创伤后成长量表（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PTGI ）。此量表共有 5 个维度、 21 个

条目，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29，具有较好的信度。 

4. 数据分析和结果  

4.1 验证性因子分析 

首先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验证此次调查获取的

数据的效度以及是否存在严重的同源偏差问题。以积

极应对方式、心理控制感、生命意义以及创伤后成长

构成的四因子模型为基准，分别与五因素、四因素、

三因子、单因子模型进行比较。由数据分析结果可以

得知（表格 1），四因子模型的整体适配度最好

(x2/df=1.550 ， NFI=0.937 ， CFI=0.976 ，

RMSEA=0.041) 。 单 因 素 模 型 的 模 型 拟 合 指 数

（ x2/df=7.427 ， NFI=0,626 ， CFI=0.655 ，

RMSEA=0.140）不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因此本研究的

同源偏差不严重，可以进行进一步的统计分析。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表 

 

4.2 相关分析 

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了解受访群体的积极应对

方式、心理控制感、生命意义以及创伤后成长，具体

结果如表格 2。此次受访员感受到的积极应对方式

（3.8171）、心理控制感（3.7014）、生命意义

（3.7587）、创伤后成长（3.8304）都处于中等偏上

的水平，积极应对方式更为明显，这与医护人员、政

府公职服务人员深处的工作环境及自身的职业使命

素养有关，即便疫情肆虐，深处险境医护人员及政府

公职人员自身的职业操守及素养造就了其坚强无畏、

积极应对的行为习惯。受访者的心理控制感（3.7014）

和生命意义（3.7587），均处于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

白衣天使及一线公务服务人员在社会上具有较高的

声誉和职业操守，特别是在疫情肆虐的情况下，医护

人员的价值得到了极高的体现，这有助激发职业幸福

感与满足感。在高压工作环境下医护人员、一线公职

服务人员都感受到一定程度的创伤后成长，突如其来

的疫情带了了巨大的灾难和创伤，面对史无前例的挑

战与难题，国人众志成城、携手抗议，在这个过程中

本次调查的众多受访者深切感触，疫情创伤让其重新

思考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在人际关系和个人发展方

向都有了一定程度的积极改变，让他们更加珍重当

下、珍惜所有。 

表 2 变量相关性分析表 

 
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区

域、教育等因素后，积极应对方式、心理控制感、生

命意义以及创伤后成长几个变量间均具有显著相关

关系。 

积极应对方式（0.468**）对心理控制感具有显

著正向影响，表明当个体面对创伤情景应给采取积极

的应对策略，自身的心理控制感也较强，因此积极应

对方式有助于促进心理控制感的形成。积极应对方式

（0.506**）对生命的意义有显著正向影响，心理控

制感（0.602**）对生命意义有着显著正向影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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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可以感受到较强的心理控制感知时有助于更好的

感知到生命的意义。 

积极应对方式（0.497**）心理控制感（0.545**）

生命意义（0.573**）都对创伤后成长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表明在一个能够让个体采取积极应对方式增

强内心掌控感，感悟到生命意义的环境氛围，即使经

历了创伤，也更有可能展现出积极的影响，在个人发

展、人际关系、人生态度等方面展现出成长，因此积

极应对方式对创伤后成长具有一定的预测性。 

4.3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通过 process 程序进行链式中介检验。在对性

别、年龄、学历、年资等变量进行控制以后探讨积极

应对方式对创伤后成长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具体

结果如表格所示。直接效应：路径“积极应对方式→

创伤后成长”，估计值为 0. 3306，95% 置信区间为

［0. 2390，0. 4268］，不包含 0，说明直接效应显

著，研究假设 1 得到了支持。间接效应：路径 1“积

极应对方式 -> 控制感-> 创伤后成长”，估计值为 

0. 1450，95% 置信区间为［0. 0796，0. 2143］，

不包含 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假设 2 得到进一步

支持; 间接效应：路径 2“积极应对方式 -> 生命的

意义-> 创伤后成长”，估计值为 0. 1053，95% 置

信区间为［0. 0617，0. 1585］，不包含 0，表明中

介效应显著，假设 3 得到进一步支持; 间接效应：

路径 3“积极应对方式 -> 控制感-> 生命的意义 

-> 创伤后成长”这条链式中介路径，估计值为 0. 

0803，95% 置信区间为［0. 0472，0. 1220］，不

包含 0，表明链式中介效应显 著，假设 4 得到进一

步支持。具体路径系数如图所示。 

表 3 链式中介效应表 

 

 

图 1  链式中介模型图 

 

5. 结论与讨论 

新冠疫情犹如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全国上下众

志成城积极抗议，当下虽然人类抗击疫情的战争尚未

宣告最终胜利，但在各个过程中已取得多个阶段性的

胜利，大量研究验证了自然灾害和严重疫情带给历经

者的身心创伤和消极情绪影响是巨大的，会伴随着创

伤后应激反应障碍。近年来，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

学界开始关注探讨个体能否在这个危机应对与处理

过程中得到成长的机会，本研究从积极应对方式增强

心理控制感知及让个体领悟到生命意义的视角，解释

个体收获创伤后成长的一个可能原因。 

通过统计分析验证了积极应对方式可以用过心

理控制感的构建促进个体创伤后成长的实现。即面对

创伤实践个体从积极的视角出发，采取积极的应对措

施会增强其心理控制感，并且有助于个体重建价值

观、增强个体应对危机的力量以及寻找新的发展机

会，从而促进个体的成长。生命意义和心理控制感在

积极应对方式和创伤后成长之间起到链式中介效应。

在个体面对创伤事件采用积极应对方式对心理控制

感的促进作用都得到了增强，进而加强个体感知领悟

到生命的意义，有助于促成个体创伤后成长的生成。 

本研究结论可能跟本次研究调查样本群体多数

为医护人员、政府公职服务人员有一定的关系，较其

他社会职业群体，政府公职人员、医护人员整体受过

良好的文化教育，学历背景较好，面对突发危机事件，

易于采用相对积极的方式应对，心理素质及职业素养

相对较好有较强的心理控制感知能力特别是在疫情

这样的高压、危机的工作环境中也能积极应对，有效

的控制局面并且面对生死感知生命的意义，对劫后余

生的新生活和自我的人生态度有更为深切的感知和

珍惜珍重。本研究中也仅证实了心理控制感、生命意

义在积极应对方式于创伤后成长关系中的链式中介

作用。 

所谓旦夕祸福逆境和创伤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如

何从创伤中迅速修复，积极应对生活和工作正是创伤

研究中最为值得研究和关注的。因此当面对重大挫折

或者危机的时候，如何让个体保持临危布局、心态平

和从容积极应对，在危机过后更快地复原极为重要。

组织应该努力通过文化宣传、价值管理等方式在组织

环境中打造积极、正能量的氛围，并且通过宣传、培

训、组织文化培养等措施鼓励组织成员培养积极的心

态及遇事积极应对的行为习惯。积极应对方式的增强

会让员工更有信心应对高压和不确定性，为其日后的

成长奠定基础。在招聘的过程中选拔心理素质好、心

理控制感好的员工，并且通过各种宣传和培训活动强

化个体的生命意义感，也会有助于创伤后成长的发生

及员工与组织一同积极应对危机和修复创伤。 

个体在经历重大事件的磨难与打击后是存在积

极的反馈和成长并不是偶发的现象，本研究仅仅探索

了积极应对方式对创伤后成长的促进作用，还有很多

个体特质因素、群体互动因素、组织支持因素都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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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影响创伤后成长的发生，需要再以后的研究中进

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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